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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

———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陆　铭①∗

摘　要　本文在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总结城市、区域与

国家发展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及其影响进行评论.
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且提高人力资

本的回报,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仍

然受到政策限制;区域发展方面,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区域

经济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导致市场分割和地区

间分工下降;国家发展方面,偏离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投资政策

导致区域间资源误配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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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

精神.在一个大国内部,能够以少数都市圈为带动,而强化现代经济增长中

的人力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下,地区

之间进行分工和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红利.而当

一个国家(或如欧元区这样的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大到世界前几位时,这

个国家的货币还将通过获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获得巨大的红利.
　

②１
　

现实中,因为一些导致市场分割的 “政治经济学”因素,大国发展可能

享受到的 “规模红利”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

规模红利与市场分割两大问题,为此,需要结合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

个经济学子学科.这样的 “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基石:第一,城市发展

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第二,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第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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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地址:上海市华山路１９５４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２００４３８;电话:(０２１)５２３０１２１９;EＧmail:luming１９７３＠sjtu．edu．cn.本文专为此次“空间政治经济
学”专辑所做,目的是全面总结空间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的进展,更好地将此专辑中论文的前沿性凸显出
来,同时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些经济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评论.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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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
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２０１６年;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第
２版)»,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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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
截至目前,经济学研究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关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交通和环境成本等规模不经

济与城市规模经济相伴生,但规模不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加以改

善,甚至城市病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性.中国大城市

的规模不经济在多个维度上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管理低效的

结果.
第二,关于区域发展,经济地理和集聚效应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

决定性因素.但是在中国,由于存在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

致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人口的自

由流动可以实现区域经济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同

时,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在地区间趋同.
第三,关于国家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在２００３年

之后出现地区之间 “均匀发展”的政策倾向,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率放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具有持续的影响.因此,中

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不是国际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

重的政策扭曲.
上述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简而言之,城市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在一个国家

内部,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

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

学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市场分割,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

提高.
本文将总结 “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比通常

的 “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同时,又比通常的 “空间经济学”更强调政治经济学因素所导致的资源误配

置和空间无效率.从 “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
所涉及的文献是极其庞杂的.本文的意图主要针对中文读者,因此,在做文

献总结时,相对侧重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及

其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论.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涉

及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对应于上述三个问题.最后是本文的总结.

一、城市发展:有管制的微观决策与城市规模

城市存在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来

源,也显示出城市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城市规模扩张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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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伴随拥堵和污染等规模不经济.理论上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与规模不

经济之间的权衡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但实际上,产业结构、技术与管理

这些因素同时作用于城市规模的决定.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一些城市拥堵和

污染的问题与不适当的规划和管制有关,却被错误地认为是城市人口过多的

证据.

(一)城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

在经济增长里,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看得见的部分,其余都被

归为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因为是在总量上考虑问题,因此,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被理解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制度改善所致.在新

增长理论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将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模型的假

设,但在实证研究中,因为没有发现国家人口规模具有推动创新的作用,规

模收益递增的假设逐步被放弃了 (Jones,１９９９).也有文献发现,如果有国际

贸易作为替代,国家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下降,国家的大小是

内生于贸易的(Alesinaetal．,２００５).
随着空间经济分析的引入,经济学家认为,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经济发

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城市规模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分享(私人

投资和公共投资在生产规模扩大中被分摊)、匹配(不同偏好和技能的消费者

和生产者的相互匹配)和学习(人际知识外溢和干中学)这三个机制实现的(DuＧ
rantonandPuga,２００４).其中,最为重要的机制是学习机制,它与现代经济

增长理论(Lucas,１９８８)完好地对接在一起,城市规模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及人力资本回报的重要因素.在我看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的新增长理论试

图在国家层面寻找规模收益递增的证据,在国家总人口和创新之间建立联系,
这个方向意义不大.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只是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既

定的情况下,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借助于城市

层面的规模经济,产生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是可以打通的.只是增长理论追求在时间维度上

将模型动态化,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是处理空间问题,两者如何在理论上

融合,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城市发展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关于中国

的人力资本回报的几项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回报不断上升(李
实和丁赛,２００３　

①２
　

;Caietal,２００８;FleisherandWang,２００５;Zhangetal,

２００５;GaoandSmyth,２０１５).私人教育回报的持续上升体现出教育的确在

创造价值.一种直观的理解是,教育回报上升的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教育

回报的压制在市场经济下得到纠正.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

①　　 　　２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５８—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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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但这两种解释都还不够,都没有揭示教育回报

不断提高背后隐藏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经

历了２０世纪末以来大学的大规模扩招,大学教育的回报总体仍然呈现出上升

趋势(LiangandLu,２０１７),更提醒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可能 “放大”教育回报

的因素.这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邢春冰

(Xing,２０１５)利用２００５年１％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估计出了所有城市层面的教

育回报,估计结果从５％—１５％,展现出很大的城市间差异.他发现,总体来

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
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

育回报越高.如果城市规模可以提高教育回报率,又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的大学生在向大学生比较多的大城市集中,教育回报率不断提升就容易得

到解释了,而这在宏观上就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解释.
　

①３
　

那么,为什么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呢? 其中的重

要原因就在于 “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capitalexternalities).“人力资本外

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

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

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

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

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
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而在加总意义上,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经济

增长.
人力资本外部性在实证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前沿课题.美国的实证研究发

现,工资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Rauch,１９９３).类似

地,Moretti(２００４b)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１个百分点,企业

的劳动生产率会上升０６％—０７％.Moretti(２００４c)同样说明了知识溢出效

应的存在,他发现,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工资水平平

均上升０６％—１２％.运用中国数据开展的研究也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存

在外部性.Liu(２００７)采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５两年的 CHI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

市的教育外部性,结果发现,城市教育水平增加１年,个人的工资水平提高

４９％—６７％.李小瑛等(２０１０)
　

②４
　发现,截至２００６年,城镇地区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口比例提高１个百分点,工人的工资将提高１％.
但是,在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实证研究中,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一估

①

②

　　 　　３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持续提高,另一种容易想到的解释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对高教育水平劳动力
需求的上升.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对高教育水平劳动力
需求本身是内生的.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越大的城市教育回报率越高的现象.
　　 　　４ 李小瑛、陈广汉、张应武,“中国城镇地区高等教育外部回报率估算”,«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第７６—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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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面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城市的教育水平可能与很多城市级的遗漏

变量有关,也有可能大学生有某种不可观察的偏好导致他们聚集在一起,从

而可能导致估计偏误,这也是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我和 Glaeser使

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运动中跨市搬迁的系的数量作为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工

具变量,通过使用CHIPS２００２和CHIPS２００７的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城市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１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２１９％
(GlaeserandLu,２０１４).如果换用２００５年１％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１ 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 １９６％—

２２７％(梁文泉和陆铭,２０１５b　

①５
　
;LiangandLu,２０１７).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

的结果非常接近.
　

②６
　

由于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技能互补性(skillcomplementarities),城市

在聚集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之后,还相应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

城市的大学生数量更多,也带来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需求(Eeckhoutetal,

２０１４;梁文泉和陆铭,２０１５b;LiangandLu,２０１７).
　

③７
　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

技能互补? 原因可能是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当市场容量增加时,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

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

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其实,这在本质上就是市场规模促进分工

的 “斯密定理”.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

力的生产率.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

职业,在城市中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

技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研究发现,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

性会出现在大企业内部,虽然大城市的促进效应并未明显强于中小城市(LiＧ
angandLu,２０１５a),但大城市更可能通过促进服务业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外部

性来促进高、低技能互补(梁文泉和陆铭,２０１６　

④８
　
).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

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

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

①

②

③

④

　　 　　５ 梁文泉、陆铭,“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８５—１９７页.
　　 　　６ 另外,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正外部性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犯罪率.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
能会促进城市犯罪率减少,并形成模范效应,带来城市总体犯罪率下降,提高城市的吸引力(Moretti,
２００４a).但在这方面,还缺乏基于中国经验的证据.
　　 　　７ 虽然大城市会带来更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总体上大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仍然相对更高.
在美国,大城市的同时吸引了高技能和低技能者,而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歧视,
大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比重相对更低(梁文泉和陆铭,２０１５b;LiangandLu,２０１７).
　　 　　８ 梁文泉、陆铭,“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证据”,«经济研
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９８—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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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它们的从业人员主要是高技

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

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

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美国城市中每增加１个

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５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２个是医疗、艺术、
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３个是餐饮、收银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

位(Moretti,２０１２).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都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低技能劳动

力的工资上涨.我们用２００５年１％的人口小普查微观数据考察城市高技能比

例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比例增加１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工资会增加６１１个百分点,
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７１７个百分点,增幅略大于对高技

能者的影响(梁文泉和陆铭,２０１５b).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表现为城市规模对于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通过使用CHIPS２００２和

CHIPS２００７的个人层面数据,我们发现,人们在大城市更有机会找到工作.
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

中获得的就业机会增加得更多.相比之下,中等技能人群的就业情况不会受

到显著的影响.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

效率与公平均不利(陆铭等,２０１２　

①９
　
;陆铭,２０１３,２０１７).此外研究也发现,

城市规模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正效应:在对收入进行了消胀后,每提高１个百

分点的城市人口会增加个人实际收入００８２％—０１４３％(高虹,２０１４　

②１０
　

).
事实上,除了对于收入和就业的提升作用,大城市还因为规模经济效应

而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为此,在移民群体中,人们

宁愿牺牲一部分收入(XingandZhang,２０１７).但从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选择

来看,人们对于收入和就业的追求比对于公共服务的追求更重要(夏怡然和陆

铭,２０１５　

③１１
　

).

(二)城市的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与城市规模决定

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既是导致城市存在规模经济的重要机制,
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的推动力.通常认为,人口的增加会给城市带来一些规模

不经济,从而表现出城市病,特别是拥堵、污染与犯罪这三大问题.
在理论上,似乎一个合理的假定是城市存在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

①
②
③

　　 　　９ 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４７—６６页.
　　 　　１０ 高虹,“城市人口规模与劳动力收入”,«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１４５—１６４页.
　　 　　１１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１５年
第１０期,第７８—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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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市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且边际递增.但在经验研究当中,城市运行

成本随人口规模而边际递增这一点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城市病的治理本身在

很多维度上就可以利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实现规模经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的供给都存在这样的规模经济.例如,王伟同和魏胜广(２０１６)
　

①１２
　

的研究发

现,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支出增长弹性远小于１,即人口增长并不等比例

带来公共支出的增长,说明城市公共支出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研究还发现,
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大城市的公共支出弹性平均仅为小城市的１/２,表明大城市

公共支出的规模效应远远强于小城市.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集聚程度和外

来人口因素降低城市公共支出的人口规模弹性,并且这种效应在大城市中表

现得更为明显.
　

②１３
　

拥堵、污染这些城市病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这些因素的关系需要做具

体的分析.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城市的人口会增加通勤时间,但是在控制

了人口数量之后,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的通勤时间越短(Sunetal,２０１６).
环境污染和人口数量之间也并非具有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三个机制:第一,通常人口多的城市,服务业的比重会比较高,而服务业的

污染排放较低.第二,排污本身就是有规模效应的,如果规模效应足够强,
那么人口数量和排污量之间就并不一定有显著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城市

人口规模和各类污染排放指标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郑怡林和陆铭,２０１７　

③１４
　

).
第三,大城市往往具有更密集的地铁网络,这也使得汽车的使用量可以得到

控制,从而表现出人口数量多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反而人均的碳排放也更

低(Zhengetal,２０１０).恰恰因为这样的道理,如果考虑两种人口的空间分

布,一种是比较均匀的人口分布,另外一种是把人口相对集中在比较大的城市,
后一种人口分布方式反而有助于减少总量的碳排放(陆铭和冯皓,２０１４　

④１５
　

).
自然资源短缺往往被作为城市拥挤效应的一个例子,而事实上,恰恰因

为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的资源消耗量的增长远远慢于人口的增长.例如,

２００１年北京的水资源消耗量为３８９亿立方,对应于１３８５万人.２０１４年,

３７５亿立方水消耗量对应于２１５２万人,水的消耗量反而是下降的.其中,

２０１４年的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分别是２００１年数量的４７％和５５％,同时期,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从８７立方下降到７９立方.

　

⑤１６
　

保守地说,就算城市运行的成本不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那么,只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２ 王伟同、魏胜广,“人口向小城市集聚更节约公共成本吗?”,«财贸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４６—１６０
页.
　　 　　１３ 在中国背景下,大城市在公共支出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规模经济,本身是不是也部分地因为大城市未能
充分为移民群体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这仍然有待考察.
　　 　　１４ 郑怡林、陆铭,“大城市更不环保吗?”,上海交通大学工作论文,２０１７年.
　　 　　１５ 陆铭、冯皓,“集聚与减排: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７期,第８６—
１１４页.
　　 　　１６«北京统计年鉴»(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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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边际正效应递减速度足够快,那么在理论上仍然会达

到由边际正效应等于边际负效应决定的最优的城市规模.问题在于,在宏观

上的城市最优规模无非是微观决策的结果,如果企业和个人的微观决策导致

城市过大了,通常一定是因为微观主体的行为存在负外部性,使个体决策的

最优结果超过社会最优的城市规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微观主体的行

为存在正外部性(如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个体最优决策下的城市规模也

可能偏小.
在出现外部性问题和城市偏离最优规模时,需要将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

手段进行最佳的配合,来使城市规模接近最优.对于负的和正的外部性,分

别可以通过征税或者补贴这样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个体的行为.对于征税或者

补贴的幅度,可以通过测算人们对于外部性的支付意愿来科学决策.
　

①１７
　

在有些

领域,涉及跨代的长远目标,比如一块地的用途如果涉及用途变更成本极大

的情况,而未来需求又充满不确定性,这时,由行政手段规划城市用地的用

途仍然是价格机制有益的补充.但是,无论如何,直接地确定并管制一个城

市的人口规模是缺乏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的.现实中在中国出现的直接管制

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只能从两个角度予以解释:第一,相关知识和理论准备

不足,决策者仅根据经验行事,例如,不了解城市规模带来的收益,或者将

城市病与人口规模简单地对应,而且后者更为可见;第二,政治经济学的因

素,政策制定者并未从社会最优(或全体或常住人口)的角度考虑问题,一部

分成员(如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收益和成本未作为决策变量,或者在决策中所

占权重较低.对于这些城市管制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影响,非常值得进行深入

理论研究.近来,有一篇论文讨论了美国城市的原住民如何从减少拥挤的目

标出发,通过分区(zoning)政策限制土地和住房供应,试图以此来减少外来人

口,这样的政策造成了效率和福利损失(Bunten,２０１５).模型虽然以美国为

背景,对理解中国的问题也非常适用,当然,中国城市的管制程度与美国

不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上下文所说的外部性均指城市内部的外部性.

但如果考虑跨地区的外部性时,如果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出地产生了负外部性,
例如,人口减少不利于发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时,
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去补贴人口流出地,则可能减少人口流动,并相应减

少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但这样的政策是中央政策,不是地方政策.即使

是在中央层面,如果给人口流入地的补贴用于发展当地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
那么,则可能产生扭曲和低效率.如果人口流出地并未因中央补贴获得持续

的竞争力,最终并不能减少人口流动的动力.

①　　 　　１７ 此类存在外部性的领域(例如环境、交通)的支付意愿的测算,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微观应用经济学研
究领域.本文不做专门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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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的批评

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城市最优规模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对其进行测算,
其基本的做法是将城市的人口(或就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包括劳动生产率或人均 GDP(王小鲁和夏小林,１９９９　

①１８
　

;AuandHenderＧ
son,２００６;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　

②１９
　

;陈杰和周倩,２０１６　

③２０
　

;王垚等
　

④２１
　

,２０１７)、
幸福感(孙三百等,２０１４　

⑤２２
　

)等.上述运用中国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中,以劳

动生产率或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均得到了城市规模的倒 U 形曲线,倒

U 形的顶点对应的人口(就业)规模被认为是最优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孙

三百等(２０１４)得到的城市规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 U 形的,意味着中等城

市的平均幸福感是最低的.与孙三百等(２０１４)形成呼应的是,在我们自己的

研究中,如果将城市规模区分为两组,相对于小城市,大城市具有更高的幸

福感(Jiangetal,２０１２).
在经验研究当中,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 U 形关系经常被作为

部分中国城市已经太大的依据,这种理解需要谨慎对待.AuandHenderson
(２００６)、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王垚等(２０１７)的研究均指出,城市最优规模

本身取决于城市的产业结构,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城市规模就比较高.
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服务业比重高的城市更加依赖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

口密度来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并且服务产品的消费和供给本身需要借助于面

对面来完成.与此同时,在成本方面,服务业比工业的环境污染小很多,而

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也正是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大城市通过地铁网络

的建设,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这样,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从

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城市的最优规模也不断变大,或者说,城市最优规模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实证中真的发现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组别中劳

动生产率与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也难以得出是因为人口规模带来的规模不

经济压倒了规模经济.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我要

提醒读者,对于来自特定国家的数据和实证结果,必须要放在这个国家特定

的制度背景之下去解读.基于中国数据展开的有关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看

到的并不是在标准理论的 “倒 U形曲线”,而是一条在规划滞后、供给不足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８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第２２—２９页.
　　 　　１９ 柯善咨、赵曜,“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７６—８８页.
　　 　　２０ 陈杰、周倩,“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财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９
期,第７５—８６页.
　　 　　２１ 王垚、年猛、王春华,“产业结构、最优规模与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１２卷
第２期,第４４１—４６２页.
　　 　　２２ 孙三百、黄薇、洪俊杰、王春华,“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
９７—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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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背景之下的曲线.相应地,大城市当中存在的规模不经济必须要从供给

端和政策端去找原因,否则就很容易认为城市的规模不经济仅仅是因为人

多导致的.这里,我结合既有的研究来解读中国大城市存在规模不经济的

成因.
第一,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特(超)大城市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

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所规划的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而无一例外,这些

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远远小于今天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
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和相应的规模不经济,不能归罪于

人口的增长,而只是因为特(超)大城市当年的规划没有科学地预测到今天的

人口规模,相应的政策含义应该是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而不是限

制需求(陆铭,２０１６).
第二,今天在特(超)大城市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特别是对于低技能劳

动者的歧视性制度也会削弱城市的规模经济.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

户籍制度的影响,则在中国的大城市似乎企业内的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

互补性没有显得更大,这是一个与理论直觉相违背的结果.于是我们在模型

中考虑了特(超)大城市也具有更高的落户门槛,结果发现,落户门槛高的城

市的确制约了低技能劳动的供给,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内的技能互补性.但

是,一旦当我们在模型中控制落户门槛的影响,就发现,更大的城市的确可

以促进技能互补性(LiangandLu,２０１５a).换句话来说,如果在目前的数据

估计当中,看到特(超)大城市规模不经济,应该反思是不是在模型当中忽略

了在特(超)大城市存在的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遗漏

变量偏误.
户籍制度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严重地制约了移民的消费,也会使得在实证

研究当中体现出似乎特(超)大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经济.我们的研究发现,在

其他变量都得以控制时,相比于一个本地户籍的城镇人口,非本地户籍的城

镇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１７％—２１％(Chenetal,２０１５).由于受到这样的消

费制约,城市的外来人口会削减服务消费,而这影响的恰恰是服务(不可贸易

品)在本城市的需求,进一步影响到在本地从事服务业工作的本地居民的工资

水平(LiangandLu,２０１７).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差

距在大城市更大(Chenetal,２０１５),不难推断,户籍对于消费的制约也会呈

现出似乎是特(超)大城市不利于提高人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
第三,当前在中国特(超)大城市存在的规划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会加剧

城市的规模不经济,而这些问题在中小城市相对来说影响不大.这里仅举几

个例子.我们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居住的空间不匹配对于通勤和污染的影响.
在以北京为代表的特(超)大城市,优质的中小学比较集中于中心城区,而与

此同时,城市的人口已经出现了向郊区的疏散,这样就导致了优质教育与居

住之间的分离,以及大量家长开车送孩子上学的现象.根据我们的研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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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为所导致的通勤使得北京假期内工作日的交通指数(反映交通流量及拥

堵程度)比非假期工作日低２０％—３０％,这能够使日均可吸入颗粒物PM１０浓

度下降约２０μg/m３(相当于PM１０均值的１６％)(Luetal,２０１７).
我们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城市地块更新对于通勤距离的影响.在中国的

特(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具有最大化税收的目标.于是区一级的政府在

地块更新的过程中通常不愿意提供住宅用地,而愿意将更多的地用来提供商

业和办公楼,因为后者可以带来持续的税收增长,而前者只能一次性收取住

宅用地的土地转让费.从北京案例里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分析的地块更新样

本当中,更新之后仍然用作住宅用地的大约只有一半.我们发现,中心城区

住宅供应的下降是导致居民向外搬迁的原因之一.根据我们的研究,相对于

不受到地块更新冲击的居民而言,地块更新会使周边受到影响的居民更换通

勤起点的概率平均提高３１５％,通勤距离平均增加５６５米,约为平均通勤距

离的７３％(Chenetal,２０１７).
上面这样一些研究都是运用中国数据的实际例子,说明的道理是,如果

不考虑到这些在细节上存在的中国特(超)大城市已经出现的政策、制度和实

践,那么就会把由此而导致的城市规模不经济全部归罪于人口增加.而事实

上,这些问题如果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且改善规划、管

理和技术,特(超)大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就可以治理.这样,改善供给、增加

人口和促进增长几个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在学术研究当中,在多大程度上

城市的规模不经济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划技术和管理

存在缺陷,仍然是一个在学术研究中值得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也具有很强

的政策含义.同时,在理论上,城市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是

如何决定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在其中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值得注

意的研究方向,不妨称之为 “城市内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除了忽视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仅仅基于城市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

与规模不经济来测算城市最优规模,忽略了城市规模的决定在本质上取决于

人们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选址的 “空间均衡”,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数据上看

起来一些城市 “太大了”,但仍然是人口流入地.如果在包含中国的人口流动

制度背景之后,再考虑人口流动的空间均衡模型,潘士远等(２０１７)
　

①２３
　

的研究

证实,中国一线城市的规模过小,其他各线城市的规模过大.因为一项具体

的研究很难全面地把影响空间均衡的因素全部纳入讨论,因此,我们在下一

部分中将目前所涉及的文献做个全面的梳理.

①　　 　　２３ 潘士远、朱丹丹、徐恺,“中国城市过大抑或过小?”,２０１７年,浙江大学工作论文.



１５１０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６卷

二、区域发展:扭曲市场的政策与空间均衡

由于上面所说到的城市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出现了

一些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比如说经济和人口在向少数地区集中,尤其是东

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都市圈.因此,有一些文献用中国的数据尝试验

证经济地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这一支文献已经相对成熟,而且

基本上是在用中国的数据复制在国际文献当中已经有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
请参考我与合作者们的总结,特别是接近大港口和到区域大城市对于城市经

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经验研究(陆铭等,２０１１　

①２４
　

;陆铭,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本部分试图说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空间均衡.

经济的地区间平衡发展被广泛地误解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均匀分布,同时,
现有体制鼓励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规模、投资和税收的最大化.于是,一

些政治经济学因素使得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始终未能解

决的问题,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被损害.未来,理想的话,可

能制度性的市场分割终将得到解决,但一些非正式制度性的因素仍然可能长

期存在,危害中国的国内市场一体化.

(一)空间均衡的政治经济学

我想借本文强调的是,国际上发展成熟的空间均衡模型中基本上不存在

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不存在政府力量对于像土地这样重要的资源进行行政

配置.这些模型只能被作为市场经济的基准 (benchmark)来对待,如果不在

空间均衡模型当中加入中国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
那就使得我们对于空间均衡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和政策

含义.
国际上的空间经济学研究和已经存在的跨国经验均表明,经济发展过程

中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渐从扩大转为缩小,呈现出一条倒 U 形的曲线

(WorldBank,２００８).在中国,劳动力流动既起到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目

的,也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有

利于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双赢,即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丁嵩和孙斌

栋,２０１６　

②２５
　

).如果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大约是在２００４年之后,
省和省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趋同,人均 GDP的差距也开始收敛(徐现祥

①

②

　　 　　２４ 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
　　 　　２５ 丁嵩、孙斌栋,“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来自中国县市层面的经验证据”,２０１６年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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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１　

①２６
　

).借助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刘树成和张晓晶(２００７)
　

②２７
　

也研究

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收敛的现象.请特别注意,经济增长理论中的 “收敛”
(convergence)是基于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而在中国东

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向宽虎和陆铭,２０１５　

③２８
　

),因此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收敛与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有关,在本质上不同于经

济增长理论的含义,不是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
伴随区域经济的收敛,中国的城乡发展几乎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拐点现

象.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发展会伴随一个劳动力过剩逐渐向劳动

力短缺的过渡过程.当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吸纳结束

之后经济就会出现 “刘易斯拐点”,此时劳动力短缺时代将来临,工资上涨趋

势将非常明显(Lewis,１９５４).如果简单套用这个理论,中国似乎在２００４年之

后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工资上涨过程,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似乎

也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很少人注意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拐点”伴

随政策上的重大转变,那就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中央开始对欠发达地区———具体

来说就是农村地区、中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

支付.同时,在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上,开始倾向于欠发达地区,同时收紧

人口流入地(特别是东部和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中央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为了

平衡地区间的发展,但是,由于将地区间平衡发展等同于经济和人口的均匀

分布,欠发达地区也有做大本地 GDP的激励,因此,就采取了将资源大量引

入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并相对压缩东部的资源投入.其直接效果就是相

对拉低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投资等方式拉高了中西部的经济增

长速度(陆铭和向宽虎,２０１４　

④２９
　

).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打工

的趋势有所放缓,而在人口流入地呈现出了招工难的问题.在沿海地区,由

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导致房价上升.房价作为人口流入地最重要的生活成

本,又溢出到工资水平之上,导致工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

抑制了东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陆铭等,２０１５　

⑤３０
　

;Liangetal,２０１６).
这些现象均说明,考虑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必须在模型当中加入

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把行政干预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加入模型当中去.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６ 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中国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载陈钊、朱希伟、徐现祥(主编), «世界经济
文汇»,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７１—１２３页.
　　 　　２７ 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０
期,第１７—３１页.
　　 　　２８ 向宽虎、陆铭,“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财
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４—１７页.
　　 　　２９ 陆铭、向宽虎,“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第１—１６页.
　　 　　３０ 陆铭、张航、梁文泉,“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工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第５９—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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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在刻画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发展模型和城

乡二元经济模型当中,资源的配置效率是被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保证的,
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是以发达地区资本边际

回报下降为前提的,效率与平等是同时兼顾的.但是,在存在大量行政干预

资源配置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中国,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

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在欠发

达地区进行的投资偏离当地发展的比较优势,那么它所带来的虽然是短期的

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有可能是无效率、供给过剩以及债务增长.在宏观上,
这种行政干预的结果,就是使得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现象(陆铭和向宽虎,２０１４).虽

然从整体经济来讲,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因为有强劲的外需使得经济处于

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而掩盖了经济增长当中的低效率问题,但是在之后的

若干年以来,由于外需的增长逐渐放缓,就导致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

和债务增长等逐渐体现了出来.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中,我将重点总

结有关中国政策干预和生产要素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对于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

产生的影响.
已经有一些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因素纳入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模型中

去,讨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在城乡发展方面,由于存在户籍制度这样

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城乡间收入差距将扩大,同时,城市将出现劳动力供给

不足,而且需要花成本来治理由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不满,经济增长将

由此而受损(陈钊和陆铭,２００８　

①３１
　

;刘晓峰等,２０１０　

②３２
　

).在区域经济方面,
由于存在学习效应和规模收益递增,地方政策将策略性地选择进入一些并没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得未来更高的收益,在这种动机下,重复建设和市

场分割将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快经济增长的占优策略,但事后成功的可能性

很小(陆铭等,２００４　

③３３
　

;陆铭等,２００７　

④３４
　

).周黎安(２００４)
　

⑤３５
　

认为,地方官员

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

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能够解释中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

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 “大战”和恶性竞

①

②

③

④

⑤

　　 　　３１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
２１—３２页.
　　 　　３２ 刘晓峰、陈钊、陆铭,“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世界经
济»,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６０—８０页.
　　 　　３３ 陆铭、陈钊、严冀,“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５４—６３
页.
　　 　　３４ 陆铭、陈钊、杨真真,“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经济学»
(季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４４３—４６８页.
　　 　　３５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
原因”,«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３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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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①３６
　在城市体系方面,有研究将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入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

中,结果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

累托最优(梁琦等,２０１３　

②３７
　

).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中国经

济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TombeandZhu,２０１５).杨曦(２０１７)
　

③３８
　

在一个包

括对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歧视的模型中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增长效应,
结果发现,从提升经济规模和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的效应差异来看,中国

城市发展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是,在人口规模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推进城

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并提高这些城市的宜居度.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政策

恰恰是在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那么,在理论上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在经验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和趋势

是怎样的呢? 早期的研究发现,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的省和省之

间的市场分割仍然相当于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Poncet,２００３).后

来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大约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市场整合逐步加强(桂琦寒等,

２００６　

④３９
　

).近来的研究发现,省际贸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虽然是负的,但这种

影响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进一步说明导致市场分割的因素可能在弱化(陈
永伟,２０１６　

⑤４０
　

).但是,最近十多年的情况却不乐观.如果说大约在２００４年

之后,行政力量对于资源配置的干预加强了,我们应该担心市场整合是恶化

的.近来我注意到有研究用更加微观的价格数据来检验中国市场一体化和一

价定律是否成立的问题.在LiandSun(２０１７)的研究当中,大约在２００６年之

后,中国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有明显的扩大,这表明地区之间的市场一

体化有恶化的迹象.如果仅有这一篇文献,那么还有可能仅是一个孤证.但

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吴意云和朱希伟(２０１５)
　

⑥４１
　

的研究.他们基于省际工业

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２００５年左

右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请特别注意,如果在市

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地区之间应该走向分工与合作.只有在行政干预

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地区和地区之间才有可能出现 GDP增长速度收敛的同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３６ 当然,在理论上,地方政府也并不一定选择市场分割的策略.如果市场一体化的收益大(区域间的正
外部性强),则政府会选择市场一体化,而当区域间的竞争效应强时,政府可能为提高本地经济增长而采
取市场分割策略(徐现祥等,２００７).动态地看,如果进入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通过“干中学”获得的
学习效应不大,而根据当前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效应更大,则地方政府也会放弃重复建设(陆铭等,
２００７).
　　 　　３７ 梁琦、陈强远、王如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２
期,第３６—５９页.
　　 　　３８ 杨曦,“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基于城市生产率与宜居度差异的定量分
析”,«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６０１—１６２０页.
　　 　　３９ 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 ———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
界经济»,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２０—３０页.
　　 　　４０ 陈永伟,“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经济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５页.
　　 　　４１ 吴意云、朱希伟,“中国为何过早进入再分散:产业政策与经济地理”,«世界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
１４０—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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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分工恶化的现象.
导致区域经济走向整合和分割的因素有很多,目前的研究在这一方面还

非常不够.我们早期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
而国内市场存在分割,那么,经济越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桂琦寒

等,２００６).地方政府相似性的产业政策是导致省际分工弱化的直接原因,而

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产业政策的重要

参照,凡是被中央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其在各省有更高的概率被地方

政府(省级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这导致了各省之间产业政策的高度相

似.这种发展模式往往使欠发达地区偏离自身条件,被动 “复制”发达地区

经验,造成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过低和地区间分工不足(吴意云和朱希伟,

２０１５;Wuetal,２０１６).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的手段有很多,
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近来,有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在起着保护本地

企业的作用.以汽车召回为例,与地方的机关报相比,市场化导向的非机关

报的确会更为积极地报道汽车召回事件,但是,非机关报对召回事件更为积

极的报道却主要体现在非本省汽车的召回上(冯净冰和陈钊,２０１６　

①４２
　

).
从这些研究出发,我认为必须要反思政府干预对于国内市场整合的负面

影响.按照道理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恰恰应该通过市场整合来享受大国

本应有的规模经济红利.但是如果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导致市场

分割、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跨地区资源配置,那么,中国的大国规模经济效

应反而无法得到发挥.
相比于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中央政府或者跨区域的政府组织对

于促进市场整合的作用的研究相对不足.范子英和张军(２０１０a)
　

②４３
　

发现,中央

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削弱地区间市场分割的作用,与我们之前的

理论预测是一致的(陆铭等,２００４;陆铭等,２００７).张学良等(２０１７)
　

③４４
　

发现,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促进区域内市场整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政

府如何发挥协调地区间关系的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官员激励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些批评

上述有关中国目前经济体制与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隐含的意思均是指

当前的体制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若干年以来,有关中国的官员激励考核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

献积累已经很多,似乎也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特色的官

①

②
③

　　 　　４２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通常在考虑有关地方政府与其他行为人(包括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互动
时,都假定信息是给定的,但信息其实本身就是内生的.
　　 　　４３ 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２０１０a,第３期,第５３—６４页.
　　 　　４４ 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政府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
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５６３—１５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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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激励和考核制度促进增长.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支文献进行反

思和总结.
　

①４５
　

经济增长的来源无非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效率(TFP)的提高,
因此我们就分这两个方面来讨论问题.首先,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才是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的最终来源.在经济理论中,如果中央和地方形成委

托代理关系,那么对于地方官员进行激励和考核将降低这一委托代理关系当

中的代理成本,促使地方官员努力工作.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就应

该在数据当中看到,受到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他所领导的地方就具有更高

的全要素生产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此类文献.一个间接

相关的研究是,用于表征财政分权制度的 “财政自主度”指标会不会影响

TFP,结果是,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基本上看不到财政自主度和 TFP
之间存在显著关系(高琳,２０１６　

②４６
　

).
我们再来看生产要素积累的数量.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受到来

自上级的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税收增长的考核.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之下,
不难理解,地方官员都有激励通过加大投资做大本地 GDP总量.因此,在实

证上能够看到获得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所领导的地方就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
例如,有利用省级数据展开的研究发现,官员任期、地方官员轮替这些与晋

升激励有关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徐现祥和王贤彬,２０１０　

③４７
　

;张军和高

远,２００７　

④４８
　

).或者反过来说,更快的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大可能性的官员晋升

(Bo,１９９６;LiandZhou,２００５).尽管关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因果关

系仍然存在文献中的争论(比如,杨其静和郑楠,２０１３　

⑤４９
　

;Shihetal,２０１２),
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性并不是

最重要,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关联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真的

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仔细辨析:
第一,当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官员获得更强激励,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经

济增长时,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转移效应(displacementeffect).换句话来说,
是在投资总量和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激励较弱的地方的投资和

经济增长转移到了官员激励较强的地方.这种在省一级或者市一级面板数据

当中看到的考核激励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其实不能说明总量经济增长受益

①

②
③

④

⑤

　　 　　４５ 有一支相关但不同的文献讨论了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的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请参考王永
钦等(２００７)、陆铭等(２００８)、Xu(２０１１)的综述.
　　 　　４６ 高琳,«分税制、地方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发展绩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４７ 徐现祥、王贤彬,“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
１５—３６页.
　　 　　４８ 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１
期,第９１—１０３页.
　　 　　４９ 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２—
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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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既有的体制.换句话说,完全可能总量经济增长的蛋糕并没有增长,而只

是强激励的官员分得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之间,如果官

员受到的激励不同,转移效应也可能发生.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周黎安

(２００４)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理论,他所刻画的就是

一个晋升激励导致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的行为模式.通俗地来说,这是一个

“分蛋糕”而不是一个 “做大蛋糕”的逻辑.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时,我们说的

是这个制度有利于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有文献发现目前地方官员

的激励机制和分权体制,在更加激励官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时,却不利于地

方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高琳,２０１６).由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所展现的基本上

都是当期的解释变量对于短期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即使官员考核激

励机制有助于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处在长

期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上.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是两个问题,地方官员有激

励做大短期投资,而投资本身就是 GDP的一部分,但是,短期内如果投资过

多,回报下降,有可能使得投资偏离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在长期反而是不

利于经济增长的.在利率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投资通常是过多的,是偏离最

优经济增长路径的黄金律的(陈斌开和陆铭,２０１６　

①５０
　

).即使是在基础设施这

样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也有文献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度,
在西部更是如此(ShiandHuang,２０１４).

那么,在既有的官员激励与考核制度下,有没有可能实施某种调整,改

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使得经济增长回到最优的

路径上来呢? 陈钊和徐彤 (２０１１)
　

②５１
　

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对公共品

偏好不强,且因公众意愿表达机制不畅导致的信息不充分问题较为严重,中

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以经济增长作为较充分信息统计量的 “为增长而竞争”的

治理模式有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民

众对于公共品的偏好加强时,在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之下,加入任何一种激励

指标,都可能让地方政府去追求这一指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这

些用于激励官员的指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这就可能导致新的扭曲.
除非用 “满意度”这样一个综合的指标来反映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并以

此作为晋升的指标,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篇论文在一般意义上讨

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条件,在本质上,基

于满意度的晋升激励要求上级政府把对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权利还给民众.
这实际上指明了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改革的方向,其理论意义应引起更

①

②

　　 　　５０ 陈斌开、陆铭,“迈向平衡的增长:利率管制、多重失衡与改革战略”,«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
２９—５３页.
　　 　　５１ 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２０１１年
第９期,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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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重视.

(三)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整合的影响

在总结完了制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整合等问题的影响之后,我想

在本文倡议,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分割的影响.乐观

估计的话,等到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问题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时,从长期来

看,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可以得到纠正.同时,在中国的法律体

系里也有类似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样的法律,禁止任何机构采取

阻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制度的问题终将得到解决,但是一些非

正式制度的因素对于市场整合的影响应该尽早引起关注,那就是文化.近来

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地区之间方言的差异,这会成为影响市场整合的一个

负面因素.徐现祥等(２０１５)
　

①５２
　

发现,如果一个地方方言的复杂性更多,那么

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受到负面的影响越大.刘毓芸等(２０１７)
　

②５３
　

更为直接地验

证了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异对于市场分割和资源误配的影响.高翔和龙小宁

(２０１６)
　

③５４
　

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度量,发现这种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

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这种负面

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

历史的延长而减轻,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乱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造成

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们自己一项基于上海市外来人口调查的研究发现,在

人们普遍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背景下,本地方言能力成为一种身份显示

机制,虽然听上海话的能力没有显著作用,但说上海话的能力却显著影响受

访者的收入和就业(Chenetal,２０１４).最近陈永伟(２０１６)的研究也发现,如

果用省和省之间的姓氏距离来度量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存在

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正在逐年增强.
虽然这一组有关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市场分割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但从

前瞻性来讲,这个研究方向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当中国未来在制度上越来

越能保证市场统一之后,那些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将决定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

会像美国一样,还是像欧盟一样.欧盟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分割市场的因素,
却在语言、宗教、文化上存在国和国之间的差异,导致实际的市场整合不够

充分.而美国国内市场一体化明显好于欧盟内部,如果中国比美国国内市场

一体化程度低,将严重制约中国发挥大国优势.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就要

强调这种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对于区域和国家发展,以及大国的统一货币区红

①
②

③

　　 　　５２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３２页.
　　 　　５３ 刘毓芸、戴天仕、徐现祥,“汉语方言、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

１５８３—１６００页.
　　 　　５４ 高翔、龙小宁,“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６４７—６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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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影响.

三、国家发展:统一、效率与平衡的兼顾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可以借助于国内市场规模发

挥大国的优势,加强地区之间的分工,提高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世

界范围内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恰恰可以借助于国内的统一大

市场,减少逆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冲击.但是,由于在城市发展上把城市病

简单归因于人口过多,在区域发展上将区域不平衡归因于经济集聚,从而产

生了一些阻碍人口流动和大规模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的政策主张.
本部分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为了 “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政

策表面上似乎能使得地区间的经济总量趋同,但实际上,由于大量地区发展

政策偏离了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不能给当地经济带来持续增长的能力,
其结果是造成地区之间的资源误配置,并且在欠发达地区形成日益增长的债

务负担.第二,如果在统一货币区的视野下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现代

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又要追求地区间

经济的均匀分布(即通常所理解的 “平衡”发展),就必然依赖大规模的财政

转移支付,或者表现为欠发达地区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因素

既阻碍了中国实现原本应有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 “规模红利”,同时,也不利

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 “大国红利”.

(一)基于地区的政策的影响

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下,容易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市场分割和基于

地区的政策(placeＧbasedpolicy).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不够理解城市发展和

区域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也未能正确地区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经济均

匀分布,常常以为只要通过经济政策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的均匀分布,就等同

于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当中央试图采取加快欠发达地区总量经济增

长速度时,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做出调整,甚至较发达地区也主动调

低经济增长目标(徐现祥和梁剑雄,２０１４　

①５５
　

).地方官员被激励追求本地经济

增长、招商引资和税收的最大化,那就更加要争取获得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

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优惠

政策,比如开发区政策以及各种各样的区域发展规划.在实际经济当中,虽

然跨地区的移民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人均 GDP的均衡发展(丁嵩和孙斌

栋,２０１６),但是由于自由移民未能实现,这样就更加强化了欠发达的人口流

出地区通过获取更多行政控制的资源来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的动机.一个有

①　　 　　５５ 徐现祥、梁剑雄,“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７—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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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学术课题就是,基于地区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增长

吗? 如果能的话,这种转移资源的方式是不是以牺牲人口流入地的经济增长

为代价的,本质上是一个没有 “做大蛋糕”的零和博弈? 如果不能的话,是

什么原因导致基于地区的政策在没有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拉低

了发达地区增长?
我们尝试利用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国大规模关闭开发区的自然实验来研究基于

地区的政策的效果.当时,大规模关闭开发区时更多地关闭了沿海地区的开

发区,而更多地保留了中西部的开发区,因而具有了基于地区的政策的性质.
根据我们的研究,平均而言,关闭开发区之后,受到冲击的企业与没有受到

冲击的企业相比,前者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之前这些企业

所享受的开发区政策是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

仅仅存在于东部的样本,或者距离天津、上海、香港这三大港口５００千米以

内的样本.换句话来说,在中西部或者距离大港口５００千米以外的样本中,
开发区政策没有起到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那么,这种地区间的差

异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东部靠近大港口的地区有相对较大的

市场潜力,在这里,投入所带来的增长要超过投入本身,所以全要素生产率

是上升的.而在中西部远离大港口的地区,因为缺乏市场潜力和规模经济效

应,投入的产出效率比较低,所以,基于地区的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陆铭和向宽虎,２０１４;Chenetal,２０１６).
　

①５６
　

２００３年之后,除开发区政策被作为扶持中西部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之外,
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也更倾向于中西部.其中,财政转移支付

对资源配置效率所带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大多数

的研究集中于评价转移支付本身的作用.即便如此,既有文献还是发现巨额

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在转移支付的分配环节,过多的财力资

源被划归专项转移支付,导致了扭曲的 “跑部钱进”(范子英和李欣,２０１４　

②５７
　

);
在使用环节,由于缺乏合理的过程监督和事后评估,转移支付在财力均等化

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不佳,并且还产生了政府规模膨胀的 “粘蝇纸效应”
(范子英和张军,２０１０b　

③５８
　

;范子英,２０１１　

④５９
　

).我的团队更多地将研究聚焦于

土地政策的拐点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建设用地大量配置于中西部的结果之

①

②

③

④

　　 　　５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利用了双差分(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
进入开发区与否本身的选择性效应.如果不克服这种选择性效应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在中西部的开发区
内部企业比开发区外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将误以为开发区政策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
用,并且这种作用不取决于地理条件.这是在类似的研究中特别需要小心对待的问题.
　　 　　５７ 范子英、李欣,“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２９—１４１
页.
　　 　　５８ 范子英、张军,“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０b,第１２期,第５—
１５页.
　　 　　５９ 范子英,“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效果及遗留问题”,«南方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６７—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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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那里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说２００９年之前的新城

建设还略微倾向于建设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周围的话,那么,２００９年之后

新城建设模式就发生了逆转,中西部、人口密度低、中小城市更容易产生新

城建设.大量新城规划的人口密度非常低,而且建设的地点距离所在的地级

市也非常远.我们发现,越是规划人口密度低,且远离地级市中心的新城,
越会给它所在的城市带来更高的地方政府债务.在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

推移,建得远的新城会给所在城市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常晨和陆铭,

２０１７　

①６０
　

).
当中西部地区获得了相对越来越多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东部地区又经

历了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２００３年以后,东部地区在整个国家建设用地

指标当中所占的比重总体来说是逐年下降的,与此同时,建设用地份额收紧

的城市,更可能是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并且更可能位于东部沿

海省份(HanandLu,２０１７a).这种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方式严重背离了市场

经济的基本规律,因为在市场经济之下,土地供应和住房供应一定会对地价

和房价产生反应,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带来更多的土地和住房需求,这时应该

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才对.遗憾的是,２００３年之后,中国的政策导向却恰恰

与此相反.
那么,这样的倾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政策,给中国的东部地区带来了什

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人口增长和人均 GDP这样需求端的因

素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控制了这些需求端的因素之后,土地供应

这样的供给端因素是影响房价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

市分为两组,一组是在２００３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地区,另一组是土地

供应相对宽松的地区,两组的房价在２００３年之前基本上是平行趋势,而在

２００３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应收紧的组别房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Hanand
Lu,２０１７a;韩立彬和陆铭,２０１７　

②６１
　

).
房价的上涨还会对工资产生溢出效应,使得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

升,影响经济的竞争力.房价是人口流入一个地区之后最主要的生活成本,
而生活成本的持续快速上涨形成了劳动力流入的障碍.这时,房价就传导到

了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增长相对较缓而工资增长较快的现象,
这一现象恰恰出现在２００４年之后的东部地区,与既有文献中所认为的刘易斯

拐点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高度吻合.而在中国的中西部,却始终没有房价推升

工资的机制存在(陆铭等,２０１５;Liangetal,２０１６).
　

③６２
　换句话来说,在２００４

年之后突然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东部地区,与土地政

①
②
③

　　 　　６０ 常晨、陆铭,“新城之殇———从造城运动到地方债务”,«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６２１—１６４２页.
　　 　　６１ 韩立彬、陆铭,２０１７,“供需错配还是泡沫:解开中国房价上涨分化之谜”,«世界经济»,２０１７年,即将发表.
　　 　　６２ 陈斌开、黄少安、欧阳涤非(即将发表)也发现,土地供应影响房价,并进而影响工资,不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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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当年的拐点有关.这更加是一个政策意义上的拐点,而不是刘易斯意义

上的拐点.请特别注意,我们研究关注的是土地市场的政策拐点,事实上在

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央大幅加大了对于农村地区和农业的补贴,这也会构成劳动

力从农村地区向外流出的阻碍,也可以抬升城市地区的工资,但仍然缺乏相

应的证据.
　

①６３
　

多年的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会造成三个后果.第一,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陆铭等,２０１５;Lianget
al,２０１６).第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资本价格(利率)是被压低

的,就会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这被我称为 “过早的资本深化”,于是对

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失衡(包括投资 消费结构失衡、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

比下降、服务业占比被抑制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斌开和陆铭,２０１６).第

三,当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导致房价出现快速上涨时,就会出现企业将投资

导入房产市场上,而相应地减少固定资本投资,这种房价对于投资的挤出效

应,要超过房价上升以后带来的抵押物价值上升和促进投资的正面效应,从

而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HanandLu,２０１７a).房价的快速上升还

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而导致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生产率下

降(陈斌开等,２０１５　

②６４
　

).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呈现出的大致是这样一幅图景.在中国,地区倾

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在中西部产生了依

赖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总体上效率是恶化的.与此同时,在东部出现

了经济发展受到压制的现象.由此,似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东部的经

济增长速度有所收敛,但是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却从２００３年之后出现了恶

化,它的表现就是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２００３年出现了明显的拐

点,之前增长越来越快,之后增长有所下降(陆铭和向宽虎,２０１４).我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通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顺周期的性质,但是在我

们的研究中所发现的２００３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却是伴

随当年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并不是顺周期的.这其中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２００３年之后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是数量型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

质量和效率却是恶化的、不可持续的.换句话来说,恰恰是当年外需比较强

劲,同时中国内部加大投资(尤其是在中西部),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掩盖

了中国经济自身已经出现的效率恶化的问题,而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失衡

和效率恶化的问题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外需趋弱,而在高投资不可持续的背景下就

逐渐显现出来.

①

②

　　 　　６３ 当然,这一补贴直接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４年出现了明显的遏止,对于当时缓解城乡间
矛盾有积极的意义.
　　 　　６４ 陈斌开、金箫、欧阳涤非,“住房价格、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世界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第７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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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组研究要说明的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从２００３年开

始便埋下了效率恶化的隐患.如果仅仅从增长核算这样短期经济增长的角度

来看,非常容易让人认为２００８年之后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下降通道的周

期性因素,使得中国外需不足,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但如果换作长

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恶化的拐点早在

２００３年就出现了,更要从供给侧因素造成的资源误配置和效率恶化来审视.
更进一步来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体现出了统一、效

率与平衡之间的关系.如果像通常人的理解那样,将平衡理解为人口和经济

资源的均匀分布,那么,统一、效率与 “平衡”之间就存在一个 “不可能三

角”,只有将平衡理解为地区之间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的趋同,统一、效率

与平衡三者才能得以兼顾.中国自２００３年后出现的政策拐点,实际上是在一

些政治经济学的因素之下,做了一场以效率换 “平衡”(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均

匀分布)的实验,直接影响到了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道路.

(二)统一货币区和中国经济的欧元区化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我连续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得

中国经济正陷入 “欧洲化”(或 “欧元区化”)的困境.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发

展中大国,各地区从国家成立之初就天然地组成了共同货币区,在全国范围

内使用同一种货币,由中央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外维持相同的人民

币汇 率 水 平.然 而,中 国 在 理 论 上 却 并 不 满 足 组 成 共 同 货 币 区 的 条 件

(Byströmetal,２００５;宋旺和钟正生,２００６　

①６５
　

).由于仍然存在严重的劳动

力跨地区流动障碍,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很

大的差异.作为共同货币区,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对外汇率,决定这个汇率水

平的却只能是全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但这个汇率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西

部地区是偏高的,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东部地区是偏低的.
这样一来,欠发达地区就面临与类似于欧元区内希腊的困境.从支出端

来看,欠发达地区主要有三项支出,第一是公共服务,第二是社会保障,第

三是经济建设支出.由于人没有充分地流出,公共服务支出基本上是刚性的.
部分青壮年人口流出的同时,留守人口结构年龄老化,人口流出地的养老保

险支出压力更大.在经济建设方面,人没有充分流动出去,当地政府就要为

本地居民创造就业,同时,地方政府的上级还要考核当地在经济增长、招商

引资和税收等方面的绩效.这些因素都会使得欠发达地区面临支出的刚性.
但在收入端,它们却面临几重不利的条件:劳动生产率低,远离大港口并且

往往自然条件恶劣,同时面临偏高的汇率水平却不能单独进行贬值.于是,
中西部地区就只能通过地方政府的借债来完成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由于大量

①　　 　　６５ 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经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４６—５８页.



第４期 陆　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 １５２３　

政府债务是作为投资进入生产领域的(例如进行开发区和新城建设),因此,
当计算债务 GDP比率时,实际上相当于在计算投入 产出比,不难推论,总

体上来说,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将面临更高的债务 GDP比率,这与欧元区内

相对欠发达的南欧国家债务率更高的现象非常相似.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

２０１２年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GDP比率最高的

地区,正是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中西部地区(钟辉勇和陆铭,２０１５　

①６６
　

).与欧元

区的情况类似,对劳动生产率偏低的中国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工资刚性,
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并且,中国还存在诸

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在阻碍工资的下降.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

部省份,最低工资具有推升职工平均工资上升的作用(陆铭等,２０１５).从地

区间平衡的角度,中国目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较大,如果寄希望于降低

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不仅会面临政治上的阻力,还

不符合中央政府在地区间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同时,如果让收入差距反映劳

动生产率的差距,那么,巨大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成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

激励,又给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造成更大的压力.上述困境再一次体现出

了在统一货币区内统一、效率与 “平衡”(人口和经济资源均匀分布)之间的

“不可能三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都是中央政府必须承

担的.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形成了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并由此

而产生了 “道德风险”,越是获得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多的地区,越有激励

多借债.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增加１元,会导致地方融

资平台城投债发行增加０２８２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

非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城投债发行并无显著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主要存

在于中西部,而在东部并不存在(钟辉勇和陆铭,２０１５).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钟辉勇和陆铭,

２０１５),如果不加以治理,将给中国的财政体系带来巨大的风险.而如果要在

体制机制上根治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短期内,虽然可以加大对于地方债

务的监控,也可以将地方债务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钩,但这些都不是治本之

策.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情况下,
不让地方政府借债,就需要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更大规模地转移支付,这在

单一制国家的政体下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从长远来看,促进劳动力的跨

地区自由流动,使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避免在欠发达地区存在劳

动生产率和汇率不匹配,以及财政支出和收入之间相差太大,这才是走出地

方政府债务困境的根本之道.

①　　 　　６６ 钟辉勇、陆铭,“中国经济的欧洲化:统一货币区、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债务”,«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０
期,第６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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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远的长期来看,除了劳动力流动,新的中央 地方财政关系必须逐步

建立起来.未来,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可以让融资成本低于目前各类短

期债务的成本,并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让融资的数量和

结构更符合当地实际需要.但是,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对于

中央政府的 “刚性兑付预期”,避免地方债务不断膨胀的 “道德风险”.这就

要求中国的财政体系走向更为实质性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让

地方政府财政的责、权、利更为对称.如果这样,就必须寻求新的机制来制

约地方政府,避免其出现无约束的债务膨胀.一方面,更完善的金融市场和

更透明的信息是保证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受制于其资产数量与质量的机制.另

一方面,当地居民通过地区间移民 “用脚投票”,也是约束地方政府的必要机

制.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流动还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有效治理结构中必不

可少的构件.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货币区)内部,劳动力的跨

地区自由流动有四重重要的意义,可以按照其含义的深度来依次表述如下:
第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平等,既有利于国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也有

利于地区间的人均 GDP(或收入)的收敛;第二,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

利于效率,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最优配置
　

①６７
　

;第三,劳动力的跨

地区自由流动有利于治理,可以形成地方间竞争的 Tiebout机制,让民众对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财政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形成用脚投票机制;第四,
在统一货币区内,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有利于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趋同,
在此基础上,可以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借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也可以制约

地方政府过度借债.正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宪法有必要保障公民在

国家内部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

四、结　　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
人力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则是经济增长的体现.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

告诉我们在哪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在哪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报是更有效

的.本文通过文献和研究的总结,试图说明因为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不同

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可以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积

累并且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从而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和

经济向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这一过程极大

①　　 　　６７ 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是从落后的农村流动到发达的城市,因此,劳动力流动也有利
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实现城乡间的劳动力资源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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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使得大城市和都市圈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

擎.而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始终在上升,即使经过

了高校扩招,仍然没有终止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甚至是在２００３年以后,虽

然总体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有所恶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和人口持续向大城

市集中,人力资本的回报仍然在提升.以城市、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为带

动力,经济和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产生了极大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中国经

济增长提供了非常好的解释.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城市和大城市的作用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相反,

却片面地把人口规模作为产生城市病的原因,忽视了规划、技术和管理这些

因素在造成(或改善)城市病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方

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均可以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在向少数地区

集中的同时,如果伴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兼顾效率

和平衡.同样遗憾的是,这一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

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正确的理解,结果是,人们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归结为是经济集聚导致的,其实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只是因为人口的流

动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的集聚.
由于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上就

导致了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扩张,同时在资金、建设用地和开

发区政策等方面倾向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此外,在现有体制下,地方

官员的晋升和考核制度激励他们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这就进一步

促使欠发达地方政府要求中央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导

致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出现均匀化的倾向.
我再次强调,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本身是必需的,关键问题在于转

移支付的数量和结构是不是最优的.目前的资源大量用于建设了不符合中西

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工业,建设用地指标被用来大量建设了缺乏投资的工业园

和供给过剩的新城,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土

地融资等行为模式,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负债.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投资

的投入产出效率越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
从国家发展来说,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无效率.人

口流入地的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地价、房价和工资上升,而在人口流出地

却出现工业园和新城的大量过剩.这种资源的空间错配在宏观上则直接导致

了２００３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恶化,
影响了之后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地区之间持续存在较大的人均 GDP差

距,这使得中国陷入了统一货币区的难题.欠发达地区本来就劳动生产率偏

低,在人口未能充分流出的情况下,必须为本地居民筹措资金,增加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并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他们却不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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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货币贬值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结果就是,欠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或

者债务融资的依赖性持续增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道理来说,在这样的国家,即使人口的

出生率已经开始下降,通过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城市化,仍可以在一定阶

段持续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然而遗憾的是,最近十多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大国优势.相反,在市场分割、债务

增长这些方面却显现出与欧元区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我提出中国经济有欧元

区化的危险的原因所在.
如果中国经济仍然想发挥自己所具有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的话,那么就

需要科学地认识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打破既有体制下一些政治

经济学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国家发展的制约.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国

内市场的统一,加强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才是兼顾平衡与效率,实

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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